
作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以下

簡稱《台社》）的忠實讀者，我很高興貴

刊今年2月號在「兩岸學刊選評」專欄

中，以首要位置刊發了林載爵對《台

社》的評論。作為台灣活躍的知識人，

林先生對《台社》的把捉自然更能貼近

《台社》同仁在台灣語境、情境中的編

輯設計意圖和編輯感覺。這當然有助

於我今後以更貼近的方式理解、省思

讀過的《台社》論文，同時也促我自

問，像我這樣一個對台灣情勢、知識

思想狀況所知甚少、置身台灣社會局

外的大陸讀者，何以能長期興致頗高

地閱讀《台社》呢？細究箇中原因，

恐怕得寫成一篇長文。這¬我只想就

《台社》對自己工作立場的最初設定和

90年代的再調整問題，談一下其對大

陸學界社會科學本土化討論所具有的

參照意義。

和大陸社會科學本土化相近，台

灣亦曾有過「社會及行為科學的中國

化」討論，而對「社會及行為科學的中

國化」討論的不滿，是《台社》同仁之所

以走在一起的原因之一。1988年《台

社》的發刊詞寫道：

我們這群關心台灣社會發展及其未來

的青年社會研究工作者，認為台灣社

會研究必須涉入地立足在孕育F無限

生機的廣大民間社會，具有自我批判

意識地割捨一切類似「社會及行為科學

的中國化」之類不具特殊而具體之問題

意識的形式主義命題，站在關懷台灣

未來命運之前瞻的、以台灣之特殊而

具體的問題意識為主體之自主的、以

徹底挖掘問題根本並追求解決與改變

之基進的立場，自台灣社會的現實出

發，從歷史—結構的角度，對我們的

社會進行深入而全面的調查研究，自

我批判地去追問「我們是甚麼」這個有

F倫理實踐意涵的問題。

可以說，這是《台社》創刊十餘年來始

終不變的宗旨和精神，但這並不等於

說《台社》十餘年來的階段定位目標沒

有大的變化。從創刊到90年代中葉，

其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林載爵所敏銳

指出的：

《台社》的成員在七周年時自詡不僅是

學院內外的學術工作者而已，更要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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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參與各項社會政治運動，與台灣社

會的成員共同努力改造整個社會。這

與七年前創刊時所說的「F手去創建適

應自己社會之問題的理論」，顯然已有

很大的改變。

之所以會有這樣大的調整，1995年

《台社》二十期以《台社》編委會名義發

表的〈由新國家到新社會——兼論基進

的台灣社會研究〉一文，有概要的說

明：「匆匆七年已經過去，就在喧擾、

抗議和各種勢力糾纏對峙的歷史發展

進程¬，當時所面臨的各種巨變環

境，如今已經逐漸呈現不同的面貌。」

台灣政治結構和國家意識形態的變

化，「不僅吸納了民主反對運動多年來

積蓄的大量動力，也淹沒了80年代爆

發的各類社會運動，正式為90年代的

台灣政經發展定下了新的日程表」。但

就在政治結構和政治文化趨向一種穩

定的「台灣化」的同時，台灣又出現了

許多極為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上的新問題。先前的各種社會運

動主要以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為目

標，因此，在傳統的威權政體倒台之

後，運動就「逐漸失去方向和活力，

無力扮演積極自主的改造角色」，以

有效針對台灣當前出現的各種重要問

題。

正是這樣一種對台灣當下現實問

題的焦慮和理解，使得《台社》公開表

達：「學術研究與社會改造對我們而

言，是二而為一而非相互排斥的目

標；激越的心必須與冷靜的筆相結

合。」「我們相信，除非對社會政治的

結構與發展動力作深入的了解與分

析，否則任何無根的、外來的口號，

或者經驗主義的現象描述，均無法貼

切地掌握台灣社會的脈動。」我這樣理

解《台社》的如上表達，沒有「貼切地掌

握台灣社會的脈動」的理論和提議，就

不可能有在台灣新狀況下定位準確且

可能成功的社會改造運動；而要想「貼

切地掌握台灣社會的脈動」，就必須有

對台灣社會政治結構與發展動力的深

入了解和分析。但如果沒有這種對台

灣現實狀況的焦慮和對社會改造運動

的深切期待，學者們就可能退回學

院，進行我們最為常見的兩種社會科

學工作：一是介紹、研究國外各種社

會科學理論；二是作各種符合嚴格學

術規範的經驗主義研究。至於自己置

身其中的當下的社會政治結構與發展

動力等問題，反倒並非這些學者的關

注所在。

有《台社》的參照，大陸社會科學

界這些年頗為熱鬧的「社會科學本土

化」討論的特點和問題就特別容易看出

來了。因為我們討論和進入問題的方

式，太像台灣學界「社會及行為科學的

中國化」這一被《台社》批評為「不具特

殊而具體之問題意識的形式主義命題」

的討論。表面上這一類討論有其可理

解的現實性，因為他們看到了源自西

方的社會科學不能有效地貼近我們自

身的歷史和經驗的問題。確實，這也

是《台社》創刊的出發點之一，即認

為：過去解釋「台灣經驗」所根據的學

術觀點，沒有一個是源自於台灣發展

之具體問題所產生的問題意識而建構

的，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說明台灣的傳

統社會如何趨近現代性。這一問題

感，使得《台社》創刊伊始曾把根本改

變這一處境作為自己的目標：期許自

己能夠針對台灣社會，提出既本土

化、又帶有國際性和歷史性視野的基

進學術研究，「Ø手去創建適應自己社

會之問題的理論」。所有這些，都是

《台社》初創刊時和熱心參加「中國

化」、「本土化」討論的學者們共同擁有

大陸社會科學界這些

年頗為熱鬧的「社會

科學本土化」的討論

和進入問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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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重要共識就是：只有從我們的歷

史和當下經驗中發展出我們自己有效

的解釋框架、理論系統，社會科學本

土化才算完成，我們的社會科學自主

性才算確立起來。

從此角度，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

題是，《台社》七周年時標舉的自覺調

整，恰恰是不再把強調「Ø手去創建適

應自己社會之問題的理論」作為自己的

努力標的，而是把「站在關懷台灣未來

命運之前瞻的，以台灣之特殊而具體

的問題意識為主體之自主的、以徹底

挖掘問題根本並追求解決與改變之基

進的立場」，落實於「透過參與各項社

會政治運動，與台灣社會的成員共同

努力改造整個社會」這一更為具體、更

為限定、更直面當下的選擇；同時把

「自台灣社會的現實出發，從歷史—結

構的角度，對我們的社會進行深入而

全面的調查研究」這一《台社》自我設定

的研究和關注範圍，集中於「對社會政

治的結構與發展動力作深入的了解和

分析」這一問題主鏈上。這樣，「創建

適應自己社會之問題的理論」這一大陸

「本土化」論者肯定大為歡迎的標的，

就因《台社》同仁對台灣當下問題的焦

慮而懸擱了起來。

《台社》的這一懸擱，和對其立

場、關注範圍的具體限定，對我這樣

一個關心大陸社會科學發展的學人，

尤其意味深長。在我看來，《台社》發

刊時的大多數表達，就其字面都會為

大陸社會科學界的本土化論者所接

受，雖然他們會驚異於《台社》對台灣

學界「社會及行為科學的中國化」討論

的強烈不滿。但「社會科學本土化」的

討論又給大陸社會科學界帶來了甚麼

呢？表面看來，此討論貢獻甚大，在

意識自覺上，參加討論者深感僅僅熟

悉國外社會科學理論進展，和能做嚴

格符合通常學術規範的中國經驗研究

還是非常不夠的，只有建立了我們自

己的社會科學理論，我們才真正確立

了我們社會科學界的自主性格；在具

體研究操作上，發展出一種看起來甚

有活力的研究方式，即找出國外社會

科學理論不能恰當解釋的中國現象，

再反過來以此作為對這些理論的商榷

和批評之資。一個接下來的問題自然

是，大陸社會科學界如果只停留於目

前的反省深度和幾種研究範式，是否

能完成「創建適應自己社會之問題的理

論」的本土化目標呢？我看很難。「社

會科學本土化」討論者所批評的研究範

式的貢獻限度已為他們反覆交代過，

此處我們只略為剖析他們新發展出的

研究範式。這種以中國經驗資源挑戰

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的研究範式，表面

上看是外在於既有之理論，分析了中

國經驗的獨特性，但此中國現象之所

以能進入研究者視野，實是因為它和

因它而被批評的理論之間的結構關

係。至於它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具

有甚麼樣的特殊位置，反不得而知。

我並不否認這種類型研究可能帶來認

知上的貢獻，但由於它是它所批評對

象身上的再生長，至少和本土化論者

所期望的「創建適應自己社會之問題的

理論」的目標之間，沒有一種直接通向

的邏輯關係。

從上面分析看，大陸社會科學本

土化論者之所以會陷入這樣一種尷尬

境地，不在他們沒有尋找到大陸「特殊

而具體」之問題，而在於他們尋找到的

「特殊而具體」之問題是相對於既有的

社會科學理論而言。《台社》同仁之所

以不會陷於此種尷尬境地，是他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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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就沒有自限於一個封閉的學院角

色，而以為「必須涉入地立足在孕育Ø

無限生機的廣大民間社會」。正是這

樣一種對台灣社會的責任焦慮，使得

《台社》從創刊伊始，就成了揭示、挖

掘和回應台灣問題最有成效和水準

的刊物。所以，字面上看《台社》〈發刊

詞〉和大陸「社會科學本土化」論者有一

些相近的判斷和目標，但實績卻非

常不同。《台社》有目共睹的成就，使

《台社》編委會在七周年回顧自己走過

的路時可以說：七年來《台社》發表「文

章的累積，至少形成了部分對台灣社

會的基礎研究，對現階段的歷史發展

做了紀錄與理解」。這一對台灣社會發

展的始終如一的責任、焦慮內核，也

使得《台社》同仁能在台灣政治社會狀

況發生變化時，自然調整自己的工作

立場和工作重心。

在參照中，問題容易被描述清

楚。對比《台社》群體和大陸學界主流

對學術自主性的理解，我們能感到其

間的距離。在大陸，學術自主性首先

被視為要外在於權力、金錢、世俗榮

譽和流行意識的干擾，提供本學科範

圍內的確證性知識，並在已有確證性

知識基礎之上建立有效力的解釋框

架、理論系統，而新的解釋框架、理

論系統又會導致新的確證性知識生

產⋯⋯在這樣一種理解中，學者最

好、最合適的工作位置就是相對外在

於世俗的學院位置。按照一些內蘊激

情的描述，學院生活確實可為對知識

工作有足夠誠敬的人們提供一個既單

純又聖潔的環境。

學界內有相當部分人抱如上心態

是極其正常的事情，但當這種想法是

一種絕對壓倒多數的籠罩時，就不能

不令人憂慮。尤其在今天這樣一個變

動劇烈的時代，學界如果還被籠罩於

這種心態和想法之下時，就該有人大

聲疾呼了。因為不是學院的圍牆，而

是這種心態、想法把我們和社會分隔

開。當民族和社會陷入重重問題和

危機時，我們卻或只能作為一個普

通人表達自己的憂慮和常見，或只能

就碰巧被我們用學科慣常方式處理

過的社會現實，發表一些孤立的看

法。常常，我們參與了導致問題和危

機的泛泛之見和意識形態卻還不自

知。

如果我們認為知識份子在分工中

就應該是一個不斷發現問題、整合其

與舊有問題間的關係，並在這種關係

結構中思考解決辦法的群體，那我們

就不得不對作為整體的大陸社會科學

界的狀況表示擔憂，因為「社會科學本

土化」的討論是大陸社會科學界被認為

最具反思自覺的一部分中青年學者發

動和參與的，但所達至的反思深度卻

受限於學界整體對學術自主性的理

解。正是在這樣一個層面上，我對《台

社》宣布自己「不只是學院內外的學術

工作者」一語深深共鳴和欽佩。誠然，

大陸現在的政治狀況不可能容許社會

運動和政治運動的公開存在，那些擺

脫對學術自主性學院式理解限制的學

人，眼下也不可能像《台社》成員那樣

透過參與各項社會政治運動，與社會

成員一道通過運動的方式改造社會，

但大陸今天的狀況至少允許學術研究

以一種相對有限的方式和社會改造關

聯，即如《台社》所指出的，在社會、

政治劇變之後，要貼切地掌握新狀況

下的社會脈動，必須「重新思考，自

我批判地反省該如何看待現今的新歷

史情境，判斷下一步的工作任務，提

煉新的問題意識，挑選我們可以運用

在大陸，學術自主性

首先被視為要外在於

權力、金錢、世俗榮

譽和流行意識的干

擾，學者最好、最合

適的工作位置就是相

對外在於世俗的學院

位置。學界如果還被

籠罩於這種心態和想

法之下時，就該有人

大聲疾呼了。因為不

是學院的圍牆，而是

這種心態、想法把我

們和社會分隔開。



126 批評與回應 的資源」，以完成對當下社會政治結

構與發展動力的深入了解和分析。只

有在做了如上努力之後，學界才能走

出由國家、媒體和商業提供對當代

社會整體理解和感覺框架的窘境，

看似局部的經驗研究才會獲得整體

關係之中的理解，研究者也才可能

在「警惕西方中心主義」的提醒聲中，

對外來理論保持一種健康的態度，

因為在此情境中，是外來理論為你

所用，而不是你的工作只能依賴它而

展開。

顯然，《台社》不是不關心「社會

科學本土化」論者所焦慮的學術自主性

問題，而毋寧是在把學術自主性看作

不斷的主體艱難和主體緊張，它不容

易獲得和保持，卻很容易失去。勇於

承擔責任者面對變動不居之現實的無

力感、不到位感常常是獲得它的前

兆，而自覺不自覺對自我狀態的沉醉

由於《台社》把學術自

主性和對社會的責任

關聯起來，因此，我

常常把9 0年代中期

《台社》在立場、方針

上的調整，看作《台

社》特有的對學術自

主性的執9：只有深

深地捲入社會改造運

動，才可能從根本上

遠離學院式的對學術

自主性的理解。

則是失去它的百試不爽的症候。由於

《台社》把學術自主性和對社會的責任

關聯起來，他們也就不可能信任那些

以為在封閉的學院中通過某些反思、

某些操作的改變，就可能獲得學術自

主性的學者們。因此，我常常把90年

代中期《台社》在立場、方針上的調

整，看作《台社》特有的對學術自主性

的執Ø：只有深深地捲入社會改造運

動，才可能從根本上遠離學院式的對

學術自主性的理解。相對於他們對台

灣當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問題

的焦慮，「Ø手去創建適應自己社會之

問題的理論」的想法，自然也就成了不

必要的分心。

願《台社》永遠充滿活力，我們期

待Ø。

方　沂　學者，現居北京。


